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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二、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之偵查權限與檢警關係：

（一）關於偵查權限及檢警關係之修法沿革
  1、戰前～戰後初期：原由日本政府司法省主導修法方針，因戰敗由占領軍總司令部強力介入

  2、戰後：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的強力推動，偵查法制因之加以根本修正
  3、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通過刑事訴訟法改正案後之偵查制度

  4、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刑事訴訟法之再修正
（二）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1、偵查之主體

  2、檢察官之權限

  3、檢察官與司法警察之關係

  （1）原則：協力關係

  （2）必要範圍內賦予檢察官指示指揮權，並規定警察之服從義務

     ①　一般指示權

②　一般指揮權

③　具體指揮權

    ④　懲戒權
（三）檢察廳法之制定與檢察官之權限
  1、立法背景：占領軍方面：弱化中央集權、朝向地方分權

2、檢察官的職務

（1）第四條：公訴權

（2）第六條：偵查權。屬於檢察官固有權限或附屬權限？

三、戰後六十年，現行法令之實行狀況

（一）昭和二十年代起至三十年代中期：檢察官與警察之對立；許多與政界人士有關之爭議案件及公安案件獲判無罪

（二）昭和三十年代以後：各種檢察構造及機能之議論盛行

（三）昭和五十年代以後：安定期

四、從法令之實行狀況看現行制度之缺陷
（一）檢察官之身分定位不明確、檢警責任不明

（二）檢方認負荷過重，招致士氣低落
（三）檢察官與警察之間緊張關係不足，對警方的監督功能不彰

（四）特搜檢察之肥大化
五、代結語—現階段我國改採日本現制之不可行
1、 緒論：

    偵查，為刑事案件之發端，且為刑事訴訟程序中最重要之一環，偵查作為，除在釐清犯罪嫌疑，更為案件起訴後，確保公訴成果之堅實基礎。偵查作為的實施，與國民之生活息息相關，如有不慎，即有侵害人權之虞。因此偵查作為必須依法實施，而實施偵查作為之機關，實際上也掌握了相當大的權責。然而，偵查作為應由何人實施，各國法制多有不同，我國以檢察官為偵查主體（刑事訴訟法第二二八條），但近來警界人士要求被賦予偵查主體地位之聲日盛，主要師法對象即日本法制，且我國目前採納了日本以雙偵查主體規範下的部分制度，因此有探討日本偵查制度與檢警關係法制之必要。
    日本刑事訴訟法雖經多次修正，但主要架構係於西元(下同)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七月十日修正通過而底定，該次修正案之前日本國內雖已有多次修法芻議，惟因受日本戰敗後聯合國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之強烈介入，經過折衝與妥協之結果，架構中大幅度的採用了英美法系之制度。再者，除刑事訴訟法外，約於同時期制定之檢察廳法亦明定檢察官之偵查職務。

    由於現行刑事訴訟法為當時折衝妥協下之產物，與日本國情及既有制度並非相容，在法令之實行及制度之運作上曾經引發相當大的議論及紛爭，並留下不少疑問。在我國警界人士越發強烈的雙偵查主體之議論下，本文旨在就日本現行偵查主體制度之沿革及運作狀況做初步介紹，欲檢驗日本法制是否適合移植臺灣，討論日本現行法之實踐狀況確有必要且具有現實之意義，再者，相關爭議亦值為我國之借鏡。
二、刑事訴訟法中檢察官之偵查權限與檢警關係：
    日本刑事訴訟舊制下，檢察官為犯罪偵查之中心，警察官為檢察官之輔佐，受其指揮為犯罪偵查，而巡查則受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命令輔助偵查。(舊刑訴第二四六、二四八、二四九條)
。其立法原由在：為統一偵查作為，使偵查事務之相關責任明確化，故將各種偵查機關予以統一規定，並且制定偵查之中樞核心；另為求公訴審理之遂行，亦宜將偵查作為集中化，至於犯罪偵查中所不可或缺之犯罪事實之法律層面的構築，則由具高度法律素養的檢察官指導，並以檢察官為中樞核心為適當。到了一九四八年，修正之刑事訴訟法則變更上述制度，使司法警察成為擔負第一次偵查責任的機關。而檢警間就偵査活動之關係，改為原則上對等協力關係，例外承認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之指示、指揮權。當時有關日本刑事訴訟法之修訂，過程中除了引起日本國內各方之熱烈討論，亦隨著二次大戰戰敗之影響，有關偵查權限及檢警關係範疇做了根本性的改變。因之，就新舊法之沿革及變動原因略述如下：
（1） 關於偵查權限及檢警關係之修法沿革
1、 戰前～戰後初期：原由日本政府司法省主導修法方針，因戰敗由占領軍總司令部強力介入
日本舊刑事訴訟法歷經二十餘年的準備期間，於大正十一年頒布施行，到了昭和九年，朝野就司法制度已有修法的熱烈議論，並且由司法省設置司法制度調查會，就司法制度全面的再檢討。到了一九四四年（昭和十九年）後半，為了因應戰爭末期社會情勢的持續惡化，司法省刑事局開始草擬司法部的戰時體制機構，其中核心問題就是設立直屬於檢察官的司法警察的改革制度，理由在於當時之警察隸屬於內務省，同時擁有行政警察權與司法警察權，且預算、人事均由內務省掌握，因此關於犯罪偵查事務，表面上內務大臣雖然沒有指揮監督權，但事實上常見內務省指揮監督警察，特別是在選舉之際為了行政之目的而利用司法警察權，或利用行政手段上認可之強制權為犯罪案件之偵查。雖然上述構想尚未實現就因為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八月戰敗的原因而局面為之一變，但是戰後檢察機構的改革仍然是以前述想法為出發點。
西元一九四五年八月，因為受到日本戰敗影響，司法制度之改革因此急遽的加速腳步，並且具體化，然而原先的改革構想未待實現，就隨著翌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日本國憲法改正草案的發表而受影響，刑事訴訟法的改正動向也隨之瞬變。

戰後初期，刑事訴訟法的改革主導權，主要在司法省的手中，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十六日設置司法制度改正審議會，在該審議會諮詢事項草案中，就檢警制度之改正有以下初步規劃：「二　検察並ニ司法警察ニ関スル制度ヲ改正スルコト　(一)司法警察ハ之ヲ内務省ヨリ司法省ニ移管シ司法警察官吏ヲ地方検察庁及区検察庁ニ直属セシムルコト。」，將司法警察從內務省移至司法省轄下成為直屬於地方檢察廳及區檢察廳的司法警察官吏。其理由除出於人權保障外，由於未握有司法警察的人事權致實際上檢察官無法充分指揮也是考量因素，因此基於偵查一元化的想法，期能充分發揮偵查的能力。
另一方面，此時外界要求改革的聲音也無法忽視，除了以辯護人為中心的在野法曹持續戰前的改革運動
外，聯合國占領軍總司令部(GHQ)，特別是美國方面的立場也是影響改革的因素，隨著制定過程的進行，總司令部方面進一步發揮了強大的影響力。
戰後由聯合國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主導憲法修正案的制定，連帶影響了刑事訴訟法的改革制度及構想，在憲法修正案的架構下，有關令狀主義、辯護權、緘默權、證人訊問權、自白任意性、自白補強證據法則、一事不再理等觀念均提出給日本政府；另外，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三月間，總司令部民間情報部保安課法律班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意見也正式提出給日本政府，修正意見不僅與原先司法省所規劃的改革基本架構有相當大的差距，甚至有直接對立之處。因此，在法條的制定過程中，日本政府方面有相當強烈的各種抵抗。其對立處在偵查制度最為明顯，其一為檢察機關與警察機關間的關係究應採指揮命令關係或協力關係。關於檢警關係，總司令部方面與日本政府間折衝過程的結果下，可從檢察廳法草案轉而規定協力關係的方向得知最後遵從了總司令部方面的旨意，刑事訴訟法的改革進度也因此在總司令部的影響下持續進行。
一九四六年春季，總司令部提出憲法改正草案，由於憲法改正之目標已經明確，同年七月內閣設置了臨時法制調查會，司法省則設置司法法制審議會，作為法令制訂之諮詢機構。
    根據一九四六年三月總司令部方面的修正意見中，就檢警關係制度改採將警察由檢察機關獨立，作為第一次的偵查機關，將偵查責任交給司法警察，檢察官則擔任公訴官。然而日本政府方面司法省刑事局在同年四月所做成的刑事訴訟法改正方針草案，就偵查機關的組織架構，則堅持應該採行現行制度，使檢察官保有對於警察的指揮權
；五月再以明文表示：「因應新憲法下有關司法制度，司法省所應堅持的立場事項」，就偵查機關的制度重申相同立場
。
到了同年七月，伴隨憲法改正而產生了法律制定工作，為此日本政府設置了臨時法制調查會以作為內閣的諮詢機關。另一方面司法省同時設置了司法法制審議會作為司法大臣的諮詢機關。至於刑事訴訟法的改正要點則由司法省刑事局草擬，再陸續送交司法法制審議會及臨時法制調查會審議，在內閣之臨時法制調查會中就刑事訴訟法之改正曾做出附帶決議，要求司法警察應移置於檢察廳所屬轄下，檢察廳應指揮監督司法警察以及施以嚴格之教育訓練，期使偵查作為迅速並合法適當，同年八月間司法法制審議會第一小委員會也決議將廳府縣之警察官吏沿襲當時制度作為檢察官之輔佐，受檢察官指揮，以司法警察身分為犯罪偵查作為。
同年八月以後，司法省刑事局一方面與占領軍總司令部接觸，一方面持續刑事訴訟法的改正作業
。
同年十月二十三日第三次臨時法制調查會總會通過刑事訴訟法改正要綱，就偵查與偵查輔助機關之設置除同刑事局草案外，就同意司法警察官擁有一定程度的強制搜查權部分，尚做出要求司法警察官應改隸於檢察廳，即在此之前應有指揮監督權並強化司法警察的教育訓練之附帶決議。

2、 戰後：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的強力推動，偵查法制因之加以根本修正。
刑事訴訟法於一九四六年八月中旬完成第一次草案後，陸續在同年九月為第二次草案、十月到十二月間完成第三次草案，十二月為第四次，翌年(一九四七年)二月第五次案，到了三月左右，為第六次草案。第一次草案之內容幾乎如同刑事訴訟法改正要綱，但是在第三次草案的階段，在偵查部分則有了重大的變化，第一次的草案中將檢察官做為第一次的偵查機關，賦予對於司法警察之指揮權，然而在第三次草案中，卻突然轉而將司法警察與檢察官並列為偵查機關，且毋寧可說司法警察成為了第一次的偵查機關(至於兩者的關係雖未規定，但在與此案約莫同時做成的檢察廳法十二月份草案中則規定了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的偵查輔助請求權以為因應)。第三次草案不論是在程序上及實質內容上與第一次、第二次草案相較，已經在偵查制度的根本上予以變更，這樣的遽變與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強烈的壓力有關。
以拘提、羈押制度為例，依日本政府司法省刑事局之規劃原欲保有檢察官此部分之強制權，然經參酌總司令部之意見加以修改，且與總司令部交涉折衝之結果，並無任何折衝餘地，總司令部仍堅持原先立場，致刑事局草案因總司令部之強硬態度而全面潰敗。
雖然司法警察成了獨立的司法機關，但是與總司令部折衝妥協後，取而代之的，除了規定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之指示、指揮權，除此外又設置了直屬於檢察官之偵查官，以作為偵查輔助機關。
相關草案條文如下：

    改正刑事訴訟法第一次草案原文(昭和二十一年八月):

    第二編 第一審 第一章  捜査
    第一条(旧刑訴法二四六条) ：「検事は、犯罪があると思ふときは、犯人及び証拠を捜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檢察官認有犯罪嫌疑時，應即偵查犯嫌及證據。)
第三条(二四八) ：「左の者は、検事の補佐として、その指揮を受け司法警察官として犯罪を捜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一、検察補佐官。二、庁府縣の警察官。」
(左列者，為檢察官之輔佐，應受其指揮，以司法警察官身分偵查犯罪。一、檢察輔佐官。二、廳府縣之警察官。)
第四条(二四九)：「巡査は、検事又は司法警察官の命令を受け、司法警察吏として捜査の補助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巡查應受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之命令，以司法警察吏身分輔助偵查。)
改正刑事訴訟法第三次案
第二編第一章  捜査
第二三七条(二四六)：「司法警察官は、犯罪があると思料するときは、犯人及び証拠を捜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三七條：司法警察官，認有犯罪發生時，應即偵查犯人及證據。）
第二三八条(二四七)：「 検事は、適当と認めるとき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し、又は司法警察官をして犯罪を捜査させるかとができる。」
（第二三八條：檢察官認適當時，得自為犯罪偵查、或令使司法警察官為犯罪偵查。）
第二三九条(二四九）：「司法警察吏は、検事又は司法警察官の命令を受け、捜査の補助をなさ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三九條：司法警察吏，應受檢察官或司法警察官的命令，為偵查之輔助。）
    一九四七年（昭和二十二年）所做成的改正刑事訴訟法第五次草案，與第四次比較最顯著的變化就是規定了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的關係：
改正刑事訴訟法第五次案(昭和二十二年二月)
第二四八条：「司法警察官は、犯罪があると思料するときは、犯人及び証拠を捜査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四八條:司法警察官，認有犯罪發生時，應即偵查犯人及證據。）
第二四九条：「司法警察吏は、司法警察官の命令を受けて、捜査の補助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二四九條：司法警察吏，應受司法警察官之命令，為偵查之輔助。)
第二五二条：「検察官は、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は、検察書記官若しくは検察事務官を指揮して捜査をさせ、又は司法警察官吏に対し捜査の補助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第二五二條：檢察官認有必要時，得自為犯罪偵查。此時可指揮檢察書記官或檢察事務官從事偵查作為，或得請求司法警察官吏為偵查之輔助。)
就此第五次草案，日本政府檢察當局方面也提出了修正意見，作為與占領軍總司令部當局談判協調的參考資料。其中就檢警關係部分，修正為檢察官於實行公訴權認有必要時，得參與並指示司法警察官之犯罪偵查。理由略為：「犯罪之偵查為行使公訴權之前提，且為實行裁量主義之故，在職權範圍必要限度內，檢察官應保有對於司法警察犯罪偵查之統制力事屬至明，以免檢察官公訴權之行使有名無實，亦避免起訴裁量制度失去存在之意義。再者依當時社會秩序動盪，全體司法警察之動員實有必要以檢察官為首依法提供指示，下達必要命令，以維治安。另因警察在本質上即易受大型政黨影響而淪為政爭工具之虞，為避免司法警察遭不當使用為政治警察，關於偵查之命令權應保留給具身分保障之檢察官。」

第六次草案原應在一九四七年三月間提交議會審議，但是因為裁判所法(法院組織法)及檢察廳法草案交給占領軍總司令部審查後，即遇阻力，遲遲未得同意，且議會又須在三月底解散，勢將無法及時將第六次草案送交議會審議通過，原先預計隨著同年五月三日新憲法之實施，一併通過刑事訴訟法修正案的計畫也就不可能實現，因此日本政府方面即在該年三月間緊急制定因應日本國憲法之施行之刑事訴訟法臨時特別法以為因應。
觀諸第六次草案內容，第二四八條、第二四九條同第五次案，至第二五一條內容亦同第五次案，僅去除檢察書記官。

有關偵查機關以及檢警關係等問題，法制上應如何規定，在當時日本國內也引發了相當大的討論，由於國民對於司法警察普遍無法十分信賴，因此不論是在議會或在當時報章社論中
，都大力鼓吹將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強力置於檢察官之主導統制下，且將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分離、司法警察直屬於檢察官之轄下。上述情況可從當時日本辯護士會聯合會三度對占領軍總司令部提出請願書，要求將司法警察做為檢察官之偵查輔助機關，並加強賦予檢察官對於警察之指揮監督權等情事窺知一二。

3、 一九四八年（昭和二十三年）通過刑事訴訟法改正案後之偵查制度：
一九四八年在占領軍總司令部強勢主導，及日本政府方面不斷折衝妥協之情況下，終於通過刑事訴訟法之修正案，修正後有關檢警關係制度之條文原文如下：
第一八九条：「警察官及び警察吏員は、それぞれ、他の法律又は国家公安委員会、都道府縣公安委員会、市町村公安委員会若しくは特別区公安委員会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として職務を行う。司法警察職員は、犯罪があると思料するときは、犯人及び証拠を捜査するものとする。」
（第一八九條：…。司法警察，認有犯罪發生時，應即偵查犯人及證據。）
第一九一条：「検察官は、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検察事務官は検察官の指揮を受け、捜査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一九一條：檢察官認有必要時，得自為犯罪偵查。檢察事務官受檢察官指揮，為犯罪偵查。）
第一九二条：「検察官と都道府縣公安員会、市町村公安委員会、特別区公安委員会及び司法警察職員とは、捜査に関し、互いに協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一九二條：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就偵查作為，需互相協力。）
第一九三条：「検察官は、その管轄地域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に対し、その捜査に関し、必要な一般的指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ける一般的指示は、公訴を実行するため必要な犯罪捜査の重要な事項に関する準則を定めるものに限られる。検察官は、その管轄地域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に対し、捜査の協力を求める必要な一般的指揮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検察官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する場合において必要があるときは、司法警察職員を指揮して捜査の補助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前三項の場合において、司法警察職員は、検察官の指示又は指揮に従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一九三條：檢察官依其管轄區域，對於司法警察之偵查作為，得為必要之一般指示。所謂一般指示，係以實行公訴為目的，就必要之犯罪偵查相關重要事項，訂定準則為限。檢察官依其管轄區域，就轄區內一般司法警察，得要求協助偵查作為，並且就相關事項行使必要之指揮權。檢察官於親為偵查、認有必要時，得指揮特定個別之司法警察，使為偵查輔助作為。前三項之情形，司法警察須遵從檢察官之指示、指揮。）
第一九四条：「検事総長、検事長又は検事正は、司法警察職員が正当な理由がなく検察官の指示又は指揮に従わない場合において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警察官又は警察吏員たる司法警察職員については、国家公安委員会、都道府縣公安委員会、市町村公安委員会又は特別区公安委員会に、警察官又は警察吏員たる者以外の司法警察職員については、その者を懲戒し又は罷免する権限を有する者に、それぞれ懲戒又は罷免の訴追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国家公安委員会、都道府縣公安委員会、市町村公安委員会、特別区公安委員会又は警察官若しくは警察吏員たる者以外の司法警察職員を懲戒し若しくは罷免する権限を有する者は、前項の訴追が理由のあるものと認めるときは、別に法律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訴追を受けた者を懲戒し又は罷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第一九四條：司法警察無正當理由不遵從檢察官之指示、指揮權，檢察總長、檢察長、檢事正認有必要時，對於司法警察，得追訴有權懲戒機關，施以懲戒或罷免。有權懲戒機關，認前項追訴有理由時，應依其他法律所定對於受追訴之司法警察施以懲戒或罷免處分。）
4、 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刑事訴訟法之再修正
一九四八年通過之刑事訴訟法原先為了達到遂行偵查的目的，而直接賦予司法警察有逮捕令之令狀請求權，但由於司法警察之指導教育等訓練並不徹底、偵查能力不足，甚至濫用逮捕令等違法濫權情事頻傳，國民的不信賴感相當強烈，而有要求對於警察之偵查權加以制約，並且強化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之約束力之意見，因此先有一九五二年之破壞活動防止法，限制警察偵查權。
另外，由於警察成為獨立偵查機關後，關於檢察官對於警察之一般指示權範圍不夠明確，頻生紛爭摩擦，認有修法之必要，因此再次修法之聲日熾。

其後政府對國會提出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基於「為使檢警關係明確化，防止逮捕令之濫用」的提案理由下，就檢警關係部份，明定一般指示權及於「促使司法警察的偵查活動合法適當」之範圍。對此警方強烈反對，表示：「這樣的修正明顯是往舊制的檢察官偵查主義的方向進行，與現行刑事訴訟法將犯罪偵查的第一次責任交由警察負責，警察身為偵查主體根據自己的責任作犯罪偵查的法規建置有矛盾，適用上將來會留有很大的問題。」
。在國會的熱烈討論下，第一九三條由眾議院做成附帶決議
後，通過政府提案版本，成為現行法。
　　當時一般指示權之所以頻生爭議，乃因依規定：「所謂一般指示，係以實行公訴為目的，就必要之犯罪偵查相關重要事項，訂定準則為限。」，警方以此謂檢方不能以偵查作為為對象，訂定使偵查作為合法適當進行的一般性準則。為杜爭議，因此一九五三年法律修正案就明定檢察官得訂定使偵查作為合法適當進行的準則：「為使偵查作為合法適當進行、以及使其他公訴活動得以完全遂行之目的」，然而仍然有反對意見認為「使偵查作為合法適當進行」是「使公訴活動得以完全遂行」的例示規定而已。不過現實問題在於，檢察官為實行公訴，對於公訴的前提「偵查」必須予以參與，才能判斷起訴、不起訴，檢察官未參與偵查活動就可以正確判斷起訴與否，這件事是根本難以想像的，因此本問題在實務上並無討論實益。
　　修正後，一般指示權的範圍明文及於偵查作為，可以說是為因應新法修正後之實際情況及紛爭，而強化了檢察官在偵查部分的權限。現行法關於偵查中檢警關係應如何思考是一件很困難的問題，也就是朝向檢察官做為偵查主宰者的方向的想法與貫徹司法警察是獨立的第一次偵查機關的法律建制往往有所對立，此處也顯而易見。

（2） 　　現行刑事訴訟法之規定:
1、 偵查之主體：
    日本現行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擁有偵查權限之機關為司法警察職員(第一八九條第二項)、檢察官(第一九一條第一項)、檢察事務官(第一九一條第一項)，司法警察職員具有獨自開始及實行偵查作為之權限，原則上不受檢察官之指揮。此點與一九四八年以前之刑事訴訟法(下稱舊刑訴)規定：偵查之主導者為檢察官，司法警察職員受檢察官指揮監督下，為偵查之輔助機構，有根本上的差異。一般司法警察職員就所有的犯罪均有偵查之權限及責任，不受事物管轄之限制。司法警察職員雖可稱為第一次偵查機關，但其偵查權限本質上仍須受限。

    由於與舊制間有相當大的差異，因此現行法修正通過後，引發了不少議論及認知上的歧異，一說認為：新法雖強調檢察官身為當事者的地位，為了分散權限，而將通常案件的第一次搜查權限委由警察行之，但這種情形與舊法時代的實際狀況一樣，基本上檢察官指揮、主導整個搜查程序的理念並沒有改變；另一種說法則是：檢察官在偵查程序中原有的地位已經完全變更，偵查活動原則上委由警察，建制上檢察官不應插手偵查活動。由於現行法並沒有明白規定，因此新法修正通過後，引發了激烈的議論。

2、 檢察官之權限

　　刑事訴訟法第一九一條第一項規定:「檢察官，認為有必要時，得自為偵查。」
，所謂「認有必要」可從運用起訴便宜（裁量）主義或維持公訴的觀點來看，當司法警察的偵查有所不足，或者某些情況下司法警察不為偵查，或認由司法警察偵查有困難時，檢察官自為偵查作為即屬必要。檢察官的偵查權在此種情況下有補正或補充的意味，因此一般謂為第二次的偵查權。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案件檢察官為偵查者，稱為補充偵查，檢察官自己發覺犯罪嫌疑而偵查者稱為自為偵查。
至於檢察官開始自為偵查之具體情況例如：(1)檢察官接受告訴、告發；(2)應由司法警察偵查，警方未為偵查作為；(3)為確保重大案件於將來公訴階段能確保偵查成果時，即令司法警察已開始偵查，檢察官仍得併行或自為偵查。

　　從實務面及法制面上來看，檢察官有儘早參與偵查作為之必要，例如刑事訴訟法第二四六條規定司法警察實行犯罪偵查後，應盡速將書類及物證一起送交檢察官，第二四二、二四五條規定司法警察受理告訴告發或自首案件後應盡速將書類及物證移送檢察官，警方之犯罪偵查規範第一九六、一九七條亦規定告訴案件移送檢方後，警方再有取得新物證時應立即送交檢察官
。這些規定都肯認檢察官在犯罪偵查初期即應參與偵查作為。此外，司法警察移送案件後雖然仍然可以實施偵查作為，但前提應在服從檢察官之具體指揮權下為之。
3、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之關係
（1） 原則：協力關係

　　檢察官與司法警察為各自獨立之偵查機關，兩者間之協力義務規定在刑事訴訟法第一九二條規定：「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就偵查作為，需互相協力。」
，所謂偵查作為，不僅限於個別具體事件之協助，也包括一般偵查方針之制定，包括對犯罪情勢之認識、犯罪防治之策略，以及偵查一般相關事項等事務。雖然基本上雙方為對等協力關係，但偵查本來就是以實現國家刑罰權為目的的一部分程序而已，且與實行公訴直接相關，而因公訴權的行使為檢察官之專屬權，又刑事程序涉及法律專業判斷之連續性，偵查亦不例外，需要有法律判斷之必要素養，因此一定限度下認可檢察官介入司法警察之偵查作為。例如刑事訴訟法一方面認可只有檢察官擁有對於被告之羈押聲請權(第二零五條第一項)，司法警察逮捕犯罪嫌疑人後應於四十八小時內將人犯送交檢察官(第二零三條第一項)；而在賦予檢察官介入控制司法警察具體偵查活動的同時，透過同法第一九三條規定，再訂定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之指示、指揮權以及司法警察之服從義務，期使偵查程序能合法適當。

（2） 必要範圍內賦予檢察官指示、指揮權，並規定警察之服從義務
　　檢察官之指示、指揮權的依據規定在第一九三條
。

①　一般指示權
所謂一般指示權，規定於第一九三條第一項，檢察官依其管轄區域，對於司法警察之偵查作為，得為必要之一般指示。此處之指示，是指就偵查作為之合法適當執行，與其他使公訴完備之必要事項，訂定一般性的準則，其效力及地位與司法警察之職務規範相當，例如司法警察職員偵查書類之基本格式範例，或者是第二四六條但書經檢察官指定可不移送之輕微事件之準則。此處之指示權不能針對個別司法警察，但也非一定均須以全體司法警察為對象，就特定事項也可對必要範圍內之司法警察為之。此外，必要性有無之判斷，由檢察官為之。

　　一般指示權之行使情況例示如下:

Ⅰ　為使犯罪偵查合法適當之應遵守事項:

例如違反破壞活動防止法之案件所定之一般性準則：司法警察就此類案件進行偵查前應先得檢察官之承認，欲聲請逮捕搜索扣押時應先與檢察官討論。

Ⅱ　為實行公訴之書類製作事項：例如由檢察總長指示之「司法警察職員偵查書類基本範例」、「司法警察職員偵查書類簡易書類範例」，或根據法務省刑事局之指示由各檢察官對於轄下一般司法警察所發布之「道路交通法違反事件迅速處理之共用範例」。
Ⅲ　關於案件移送事項：例如微罪事件之移送特例。

Ⅳ　為實行公訴蒐集保全證據所需之事項：例如就重大案件於偵查初始階段先行移送檢方之一般指示。

Ⅴ　為實行公訴，必要之事項應予報告之指示。

②　一般指揮權
    一般指揮權是指檢察官就轄區內一般司法警察，得要求協助檢察官之偵查作為，並且就相關事項得行使必要之指揮權。例如有不同司法警察機關同時就同一案件進行偵查時，各司法警察機關間之偵查作為就有調整的必要，此時在檢察官也已經著手偵查之情況，檢察官得根據一般指揮權調整司法警察機關間的偵查作為；而在檢察官尚未著手偵查之情況，相關司法警察機關得向檢察官提出申請，請求檢察官著手、主導偵查，並且調整相關司法警察機關之偵查作為。以警方為規範對象之犯罪偵查規範第四十七條就是以此為前提，而規定司法警察間偵查作為之調整，認有必要由檢察官為一般指揮介入時，應經由警察本部長，盡速向檢察官提出申請
。所謂「一般」，是指在具體的案件偵查中，指揮權行使的對象是廣泛一般的司法警察，至於對個別司法警察之指揮則屬具體指揮權之範疇。此外，所謂具體的案件並非必定僅以一個為限，就相關聯之同種事件，亦屬一般指揮權之客體，特別是在這種情況下，往往更有必要依循由檢察官決定的偵查計劃，作統一的偵查活動。一般指揮權行使的案件，不以檢察官親為偵查之案件為限。例如:

Ⅰ　就具體案件，檢察官訂立偵查方針及計畫，對於相關司法警察，根據該方針計畫，要求偵查之協力。

Ⅱ　為調整改善促進各司法警察機關之具體偵查作為，必要時由檢察官親為主導該案件之偵查，或謀求調整改善之情況。

③　具體指揮權

    所謂之具體指揮權為檢察官在親為偵查的情形，認有必要時，得指揮特定個別之司法警察，要求警察在其指揮下輔助偵查作為之權限。此種情況下司法警察暫時喪失其獨立偵查機關之地位，而成為檢察官偵查能力之輔助機關，昭和二十三年之提案理由即明定：此指揮權是將司法警察直接納為檢察官之指揮下，作為偵查之輔助機關。尤其在警方將案件移送給檢察官後，依其偵查權限本不得對犯罪嫌疑人做詢問調查，如有違反，所做成的筆錄違法，不得為證據。但是根據檢察官之具體指揮權，則可經檢察官之指揮，做為檢察官之輔助機關進行詢問調查，實務上也有肯認的相關判決
。至於案件是由檢察官發覺而自為偵查，或者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移送案件所作之補充偵查均不問。另外，具體指揮權不受管轄區域之限制，檢察官有在管轄區域外為偵查作為之必要時，得直接指揮該區之司法警察職員。具體指揮權之發動不問案件之偵查的發端為何，以檢察官手中有偵查中的具體案件為前提，因此即使是警方移送的案件，不論偵查開端為何，只要檢察官著手偵查，就可以做具體的指揮。

    具體指揮權雖然是對於特定司法警察行使，但是在警方移送之案件，檢察官也可以對非移送機關之其他司法警察單位行使具體指揮權。指揮權之行使可以簡要為之，至於細部的具體補充偵查作為仍可委由司法警察依其判斷及責任為之。例如人犯在押案件，檢察官命繼續偵查或為概括指揮，均然。另外，在同一案件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同時並行偵查時，檢察官認必要時，得要求司法警察對於檢察官偵查中之案件承繼偵查，且依檢察官之指揮實施偵查作為。
 
④　懲戒權

依據同法第一九三條第四項規定，當檢察官為適法的指示、指揮時，司法警察即負有服從義務，對於檢察官之指示、指揮均須遵守。如司法警察無正當理由不遵守時，檢察總長、檢察長及檢事正依法（第一九四條第一項
）得要求有權主管機關追究，對該司法警察施以懲戒或罷免之處分。
該條係為貫徹指示、指揮權之實効而設立，當司法警察不服從指示、指揮權時，雖然原本即有公務員懲戒制度可以利用，但為了確保檢察官方面的指示指揮權限之實効性，因此特別在刑事訴訟法中予以明定，並根據同條二項規定訂立司法警察之特別懲戒罷免法。
    當檢察官之指示指揮與司法警察之上級主管機關之指揮命令有所矛盾時，應以何者優先？有認為不分優先順序，應由檢察官與上級主管機關，協調或基於協力關係解決之。但由於刑事訴訟法第一九三條已明定檢察官之相關指示指揮權，不待法令明定，司法警察已負有承受義務，由同法第一九三條第四項再予明定司法警察之服從義務可知應以檢察官之命令為優先，如不遵守將有懲戒問題。

    其次，根據一九四條第一項，司法警察無正當理由不遵從檢察官之指示指揮權時，有懲戒問題，當檢察官為違法之指示指揮，或要求司法警察為超出自身權限之行為時，應認為有正當理由得以拒絕，至於檢察官與司法警察之上級機關之間命令有矛盾時，則不能認為是正當理由。再者，當司法警察無正當理由不遵從檢察官之指示指揮權，就構成了送交懲戒之理由，擁有懲戒權之機關必須對司法警察做出懲戒或罷免之處分(第一九四條第二項)。當然，由於懲戒法對警方事關重大，使用上仍應慎重認定。

現行制度下之檢警關係究竟應該如何理解為宜？現行法一方面規定檢警的對等協力關係，又緊接在一九三條規定肯認偵查過程中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有指示以及指揮權，可以說賦予檢察官相當大的權限。而且司法警察無正當理由不聽從檢察官指示或指揮時，檢察官可要求有權懲戒機關追究責任進行懲戒、罷免等處分，透過這些明文規定，使檢察官居於整個偵查程序主導者之地位。雖然，現行法賦予司法警察擔負偵查責任，但考量個別規定可以看出論者將司法警察作為第一次偵查機關的觀點，與這些規定難免有矛盾之處，例如：

Ⅰ 告訴、告發與自首，除司法警察之外，檢察官也有受理權；另外，涉及勞動關係調整法、獨占禁止法、關稅法等案件之請求，則應向檢察官為之，排除了司法警察機關。

Ⅱ 現行犯逮捕後之解送，除送至司法警察單位，尚可直接解送至檢察官處。

Ⅲ 羈押聲請權由檢察官專屬，司法警察無聲請權。

Ⅳ 司法警察於人犯逮捕後四十八小時內，必須將人犯解送至檢察官處，其後之偵查程序依法應由檢察官主導。

Ⅴ 於一般情況下，警方移送案件後，檢察官得進行相關證人訊問（例如第二二六條、第二二七條）。
Ⅵ 相驗亦屬檢察官之權責(第二二九條)。
如果司法警察確為第一次偵查機關的話，則告訴、告發及自首的受理，與現行犯之解送即應先由司法警察處理。再者，現實層面上逮捕不是偵查的終點，毋寧說是運用作為偵查的開端，案件移送由檢察官進行證人訊問等偵查作為，在此意義下使檢察官具有偵查程序主導者的地位。因此可說法制並未將司法警察視為是偵查程序的主導者，反而更明白的賦予檢察官主導整個偵查程序的角色。

（3） 檢察廳法之制定與檢察官之權限

    要瞭解日本刑事訴訟法就偵查機關權限分配之規定，就必須提及檢察廳法之  制定，當占領軍總司令部介入之後，即就日本制憲、修法做了一連串的配套通盤檢討，涉及檢警關係及偵查權限劃分者，除刑事訴訟法外，當屬檢察廳法之頒布施行。
1、 立法背景：占領軍方面：弱化中央集權、朝向地方分權
    與刑事訴訟法之修訂進度相當，西元一九四六年(昭和二十一年)一月，司法省刑事局即先參酌原昭和三年版之檢察廳法草案，就檢察廳法之制定擬出草案，並徵詢各地方院檢之意見。同年七月十二日司法法制審議委員會就司法省提出的裁判所構成法(法院組織法)之相關問題做了一番討論，其中就檢察制度的改革焦點，主要有四項，其中第三項規定司法警察移置於司法省轄下，直屬於檢事局，第四項規定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指揮權。
同年七月二十四日刑事局向司法法制審議委員會提出檢察廳設置要綱，其中規定：如同現制（即舊刑訴法），檢察官擔當犯罪偵查，對於司法警察得命為偵查之輔助。會議過程中，是否設置直屬檢察廳的司法警察機關成為討論焦點。司法省刑事局就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分離，及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的指揮權，特別以書面說明理由，內容如下：

　　首先就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分離之部分：
一、為了確保審判的公正，公訴權之公正行使乃不可或缺，而公訴權公正行使的前提在於犯罪偵查作為的合法妥當性。現行刑事訴訟法下，公訴權由檢察官為之，犯罪偵查則在檢察官的指揮下由地方政府的警察官擔當司法警察為之。然而警察不僅無身分保障，且隸屬於內務省的監督下，相較於檢察官的指揮，實際上警察有聽命於內務省的指揮命令之傾向。由於檢察官對司法警察的指揮無法貫徹，以致多生弊端，犯罪偵查的公正性因此常被質疑，且時有侵害人權的情況發生。相較於此，檢察官執行職務較能確保其公正性，雖然訂定防止檢察官執行偵查作為時侵害人權之方法仍有必要，但是一般而言，相較於司法警察，檢察官執行職務較能公正，且少有侵害人權的情況，是不爭的事實。
二、現行制度下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不分導致下列諸多弊害：
(一)警察政治化。
(二)行政上的權限被不當使用甚或濫用於犯罪偵查上。
(三)司法警察的素質低下。
三、以上諸點若不改正，對於犯罪偵查的公正性將無法確保，也不能符合提升效能之國民的期待，更無法斷絕侵害人權的主要根源。去除該等弊害雖有諸多方法，但根本的解決辦法應該唯有將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完全分離一途。若能將司法警察分離出來，置於檢察官之監督下，將可達下列成果：

第一，司法警察完全受檢察官之統御，在犯罪偵查上得擔保其公正性。
第二，能防止警察濫用行政權限。
第三，司法警察的地位、身分安定，且能徹底施以教育訓練，藉以提升素質及偵查效能。
　　除上述理由之外，該份書面理由也就司法警察置於檢察機關監督下後之相關疑問(如檢察官權限是否過大？將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分離後之偵查效率是否會低下？完全分離後是否會導致行政警察不協助偵查事務？)做了以下說明：
　　再就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指揮權：
一、檢察官就刑事案件嚴格判斷是否提起公訴，起訴時則追求公正妥當的裁判，因此實行公訴是檢察官之主要任務。為了使公訴活動得以遂行，檢察官必須擁有偵查權限，否則，上開目標就不可能實現，一旦公訴活動之實行無法合乎公正之要求，刑事司法的目的即無法達成。憲法改正案中，明定檢察官制度之存在，對照世界各國的例子可知，僅僅讓檢察官在公訴審理庭中擔任實施公訴活動的技術人員的這種想法，畢竟無法想像。
二、(略)
三、若僅由檢察官擔任犯罪偵查工作亦不可行，因此有必要設置其他從事犯罪偵查之機關，為此即有必要讓司法警察從事犯罪偵查工作。
四、(略)
五、現狀下，司法大臣對於司法警察無身分監督權，警察之人事權屬於內務大臣，如果司法警察非由司法大臣領導，則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責任就必須由內務大臣擔負。
六、然而一旦如此，偵查責任之所在即有欠明確，違反責任政治的原理。
七、而且就犯罪偵查事務之主導，會導致司法大臣需退讓至內務大臣之後，違反近代司法與行政分立之政治理念。

八、本質、事理上，犯罪偵查既應由司法大臣負責，為了就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負責，因此對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的統御就有必要。為此，依據工作性質來看，使司法大臣轄下的檢察官來統御司法警察是最適當的，二者的關係即是現行法所謂的指揮。
九、現在實際運用的狀況，檢察官並非總是用嚴厲的言詞來指揮司法警察，反而常用建議、指導、勸告等方法，以協助態度為之。在檢察官為犯罪偵查主體的情況下，為了負責，使檢察官能對司法警察予以命令，在法制上必須明文設置規制條款。如果不這麼做，一旦司法警察未遵循檢察官之指示、指揮，將無法制衡或謀求補救之道。

十、而且以國內現存的問題來看，遺憾的是國民並不信賴司法警察，與現狀相比，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活動更應該放在檢察官統御下的意見極為強烈。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分離、司法警察應直屬於檢察官等相關議題在議會及報章社論中也常常可見。這是因為檢察官與現行法上之法官享有同一資格與身分保障，一般認為能擔保職務遂行之公正性。因此如果沒有身分保障、比檢察官素質教養訓練遠有不及之司法警察不用受檢察官之指揮，即可單獨擔任犯罪偵查工作的話，必定是極為危險的事，以現在的情況下，終究難以得到社會輿論之認同。因此司法警察之犯罪偵查活動仍須賦予規制，服從檢察官之指揮。
十一、(略。有關司法省已著手研擬提升司法警察素質教養之訓練制度部分)
　　經司法法制審議會審議後，做出決定：「在現行警察制度以外，設置置於司法省轄下，直屬於檢察官之司法警察官吏。」
　　一九四六年九月四日檢察廳法草案初次草擬完成，根據草案第四條規定：「檢察官，就刑事案件，主導偵查事務，實行公訴，要求法令之適用，指揮裁判之執行，就其他非刑事事件，認有必要時，亦得要求通知，陳述意見；另關於司法及行政事務，代表公益，執行法定職務。」
，除此之外，同草案第三十一條、第三十六條也規定了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指揮權與監督權。
。
其後，檢察廳法草案經兩度修正，實質內容並無變更，到了同年十一月二十日，就檢警關係之條文內容重新調整，除了將檢察官之職權內容從主導偵查、執行公訴改為執行偵查與公訴外（第七條），另將分別條列之指揮權與監督權合併為一個條文（第三十八條），且明定司法警察對於檢察官命令之服從義務。
十一、十二月間之修正草案再增訂了對於違反檢察官指揮命令者之懲戒處分請求權。
然而，到了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檢察廳法草案則突然將上述有關檢警關係事項之條文全數修正。除了將檢察官的指揮監督權與司法警察的服從命令義務全部予以刪除外，取而代之的是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的偵查輔助請求權、司法警察的偵查輔助義務，及檢察廳主管對於拒絕輔助偵查者的懲戒處分追究權。
另外，檢察官的偵查權限獨立於檢察官的一般職務權限條文之外，另以第九條訂定之。

日本政府司法省方面就檢察廳法草案原先欲採取檢察官為偵查之主導者，另擁有對於司法警察官的指揮權與監督權。然而由以上的修法過程變遷可知，這樣的規劃漸次被刪除，其主要原因研判與當時以美國方面為首的占領軍總司令部的態度有關。司法省著眼於: 1.確保犯罪偵查的公正性，2.防止行政權的濫用，3.且透過對於司法警察徹底的教育訓練以提高偵查能力，想達到：使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完全分離，司法警察置於檢察官之監督下，且服從檢察官對於犯罪事件的偵查指揮等基本方針。簡而言之，司法省草案就檢警關係的制度原先規劃為檢察官為犯罪偵查的主體，為負起偵查主體之責任，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具有指揮命令權。然而，占領軍總司令部則強烈反對，主要原因在於總司令部在改革日本警察制度時欲採地方分權化，如果採日本官方的強化檢察官權限政策，司令部方面認為將有國家權力中央集權化之虞，因而強烈反對。
當時日本政府司法省立法者的觀點認為：依將犯罪偵查的第一次責任交給警察，且其偵查作為無須接受檢察官之指揮命令，將破壞偵查之統一性，而使責任不明，更與輿論有違。慮及我國現今警察制度正進行改革，將有關犯罪偵查範圍之事務交由司法當局管哩，除了符合期待，亦可明白責任所在。然而如今在現制下由內務省保有司法警察權，如果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喪失指揮權，將會破壞向來就犯罪偵查組成的統一組織，而且也使多元化的偵查作為，其責任所在欠缺明確。
不過以美軍為首的占領軍總司令部認為：現實上的偵查作為大部分由司法警察執行，且這種情況下，由檢察官或司法警察負偵查之責任也有不明，況且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縱使有所謂的指揮權，也因為沒有身分上的監督權，所以司法警察不服從檢察官的指揮時，並沒有追究責任的方法，因此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指揮權並沒有實効，也因而制度重新規劃為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無指揮命令，司法警察係負協力義務，如此一來可以將偵查的責任劃歸給司法警察；姑且不論司法警察較檢察官之養成教育及素質仍有不及，若能使偵查責任明確化的話，有關偵查的疏誤或侵害人權等問題發生的情況，就可以追究司法警察的責任，藉此可以逐漸改善司法警察的素質，且減少偵查的不安。
除了日本政府立法當局及占領軍總司令部的立場外，當時的在野法曹辯護人方面則著眼於為了確保偵查的公平透明與妥當性，而表明支持日本司法省的方針，三度向總司令部提出意見書
。另外，當時的日本國會及新聞輿論也持相同見解，且強調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若無指揮權，將破壞向來犯罪偵查的一貫組織，且使偵查的責任不明確。

不過，在談判協調的過程後，司法省的主張終究不為總司令部所採。因此，在日本司法省方面與總司令部自一九四六年八月就檢察廳法之訂定開始交涉之時起，有關於檢察官之指揮權即逐漸被剝奪。翌年（一九四七年）一月，草案的制定工作持續進行，於同年一月十三日修正後檢察廳法草案出爐，從形式及實質內容來看，可稱為現行法之前身，該草案就檢察官之職權及偵查主體之規範，沿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之制度
，緊接於同年月二十三日提出檢察廳法草案立法方針，確認立法方向，自此檢察廳法有關偵查權限部分即以占領軍總司令部堅持之意見而定案。
檢察廳法公布後，除了確立將檢察廳由法院分離，根據立法目的說明第二點：明定檢察官的犯罪偵查權限，關於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官吏的關係，由原來的指揮命令關係改為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偵查補助請求權。另一方面也可以要求司法警察的直屬長官對司法警察施予懲戒處分。另在第五點則說明檢察廳設置檢察書記官、檢察事務官，職掌檢察廳之事務，受檢察官指揮為犯罪偵查，第六點說明設置檢察技官。為經濟考量，設置直屬檢察官的偵查機關，且藉此回應民眾對於根絕侵害人權事件的期待，又以科學技術協助犯罪偵查，而必須設置檢察技官。
2、 檢察官的職務
（1） 第四條：公訴權

檢察官根據檢察廳法第四條規定有下列五項職務：「檢察官，就刑事案件，主導偵查事務，實行公訴，要求法令之適用，指揮裁判之執行，就其他非刑事事件，認有必要時，亦得要求通知，陳述意見；另關於司法及行政事務，代表公益，執行法定職務。」
第1， 實行公訴。
第2， 請求法院正確適用法律：包括監督違法不當之判決，上訴再審非常上訴，另可為被告利益提出上訴等救濟方法。
第3， 指揮、監督裁判之執行。包括指揮羈押令狀之執行，指揮有罪判決之執行。
第4， 其他屬於法院之權限事項，檢察官於職務上認有必要時，得要求法院通知陳述意見。例如人事訴訟或非訟事件等。
第5， 代表公益，執行其他依法令屬於權限上之事務。
此外，另於檢察廳法第六條規定檢察官就犯罪偵查之職權。
（2） 第六條：偵查權。屬於檢察官固有權限或附屬權限？
    檢察廳法第六條規定：「檢察官，就任何犯罪，均得偵查。」
，依據該法第四條與第六條之設置，一度引發檢察官之偵查權究竟為固有權限或僅為補充權限之爭論。其設置係因日本政府當局原先規劃將偵查事務做為檢察權中心，保留既有制度，但此點與總司令部堅持檢察官不是偵查官，應為公訴官，以實行公訴為中心的立場有所衝突，在經過不斷折衝的過程後，將偵查權獨立規定於第六條，然而從立法沿革以及起草部會主管於國會發言內容可知，偵查事務並非檢察官之附屬職務，且毋寧說偵查權為檢察官固有權限之性質並未變動。

　　況且將修正後刑事訴訟法第一八九條第二項規定日本司法警察須負第一次搜查責任，與同法第一九一條第一項規定日本檢察官擁有無定量之任意犯罪偵查權，及舊法第二四六條規定：「檢察官於認有犯罪嫌疑時應即主動偵查」三者相較，均各有不同。論者有謂第一次偵查權是屬警方，檢察官僅有第二次偵查權，從上述差異可知這種說法並不正確，尤其在其他偵查機關怠於偵查作為或能力不足，無法進行充分完全的偵查作為時，不論何種犯罪，根據規定，檢察官可隨時進行偵查作為。因此偵查事務在檢察權的內容裡依然占了相當大的比重。
　　相對於檢察官之偵查權為附屬權限之觀點，贊同固有權限者認為第六條並非創設檢察官之偵查權，所謂的偵查權原已包含在第四條「實行公訴」的文義中，因為偵查權與公訴權之行使是不可分的，檢察官為了就訴訟提起之適當與否做出必要判斷，因此對於與實施公訴密接不可分之犯罪偵查，當然具有偵查權，檢察廳法第六條只是重複聲明之規定而已。
參酌戰前昭和三年版之檢察廳法草案中第三條規定檢察官之職務規定，並未特別規定檢察官之偵查權限，也為上說提供理論立基。

    不過，認為檢察官之偵查權為附屬權限者則認為：新法既將警察做為第一次的偵查機關，所以不能再採與舊法相同的解釋，依據檢察廳法第四條規定檢察官的職責在於法律的正當適用，則同法第六條檢察官的偵查權則應該視為為了正確適用法律、使檢察官盡其職責而肯認的補助性權限。這個偵查權實際上是受憲法規範，在必要情況下補充警察也就是第一次偵查機關的偵查作為、在警察的偵查活動所不及之處，透過親自實行偵查來使偵查作為可以完備，或從實體及程序上是否合法適當的觀點，就偵查之過程予以補正，因此偵查權的行使不是檢察官的直接職責。另外，檢察官對於移送案件的偵查作為並不是直接的責任者；且為了保持偵查階段中程序之合法適當，檢察官的主要職責應該是對於警察的直接監督。
若採認這種觀點，則檢察官偵查權之行使並非必要（特別是針對警方移送案件），對於警方移送案件，當檢察官認為警方之偵查並不完備，證據有所不足時，得逕為不起訴處分，因此，這種觀點對於工作量負擔沉重之檢察官內部，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
三、戰後五十年，現行法令之實行狀況：
　　雖然占領軍總司令部當局的大力推進，使得刑事訴訟法法制上偵查機關的主要地位交給警方，但檢察官在補充偵查或自為偵查領域中仍然投注了很大的心力，而凸顯檢察系統作為偵查機關的重要性。
    戰後，日本檢察的機能面臨下列三項難題：第一，為因應戰後社會的混亂以及犯罪，檢方可說是不得不與新刑事訴訟法有一場戰役，比較上而言就是盡量以舊制度的精神來運用新法，藉此度過戰後的大量犯罪潮。第二是昭和四十年代（一九六零年代中旬以後至一九七零年代中旬）與激進派的法庭競鬪爭，由於激進派從根本上否定了現行制度的基礎，因此常在法庭上使用許多抗爭手段企圖阻止審判程序的進行，例如在法庭上極端主張被告方面的權利，企圖使訴訟遲延。第三則是大量的道路交通犯罪案件，為了因應此類事件的處理，檢察廳活用檢察廳細則第三六條，將這類案件委諸於協助檢察官處理事務的檢察事務官。

　　由於日本戰後社會運動大量蓬勃發展，社會不安，而檢察官發揮相當抑制之功能（一九四七年設置勞動科檢事，一九五一年設置公安科檢事，一九五三年，二者合一成公安勞動科檢事。），也涉及檢察制度與民主及人權保障之對立，這期間對於檢察制度之探討也漸而從政治及社會運動層次，轉為刑事司法基礎理論的層次。

（1） 昭和二十年代起至三十年代中期：檢察官與警察之對立；許多 與政界人士有關之爭議案件及公安案件獲判無罪
　　檢察制度於各年代面臨不同的挑戰，昭和二十年代（一九四十年代中旬）甫修法後起至三零年代初期首先是檢警之對立，由於警方搖身一變成為獨立的偵查機關，檢警間發生諸多對立抗爭事例，例如：檢察官自為犯罪偵查時，有無使警察輔助偵查之權限？就違反破壊活動防止法之事件，是否不當限制了警察之偵查權限？為了爭奪偵查之主導權，雙方的抗爭行為往來不斷。到了一九五三年（昭和二十八年）的刑事訴訟法修正案到了白熱化頂點。
　　另自同時期起，許多與政界人士有關的爭議案件及公安案件獲判無罪，引起社會輿論不小議論。昭和三零年代以後則有各種檢察構造及機能之議論盛行，如：彈劾的搜查觀與糾問的搜查觀、檢察官公訴專從論
、檢察官之職務係以公訴活動為中心，抑或以偵查活動中心，以及放任警察之偵查作為論
。透過此等理論之檢討，日本檢察制度接受了最尖銳根本的批判。

（2） 昭和三十年代以後：各種檢察構造及機能之議論盛行
　　昭和三十年代，逐漸產生檢察官工作負擔過重的問題，此時有學者及法官提倡公判專從論，檢察官應該放手偵查事務而專心於公訴活動，由於這項主張也可以紓解檢察官負擔過重的問題，檢察內部一時也有贊同之聲。然而多數說仍認為檢察官不能放棄偵查事務，主要理由有三：第一，為了正確提起公訴與維持成果，補充偵查有其必要。第二，某些案件(例如涉及政商界時)只有獨立與保持政治中立的檢察官能夠確實追查犯罪。第三，監督警察偵查所造成的人權侵害的必要性。

　　關於檢察官的職務，向來有公訴活動中心、偵查活動中心的論點，而檢察機能之一元論或二元論也引起檢察官與法官的熱烈討論。然而這些議論曾有第一線的檢察官撰文指出這其中的問題：這些問題被提出來是因檢察的本質論使然？或是因為伴隨處理事件的數量增加以及事務內容的複雜化，為了因應處置而從現實面上產生的實踐論？檢方的一貫見解是從歷史傳統的背景在本質論上確認檢察機能的二元論，但由檢察總長曾經要求檢察官將重心置於公訴事務可知，一方面在實踐論上又指示應將公訴活動的充實當成重點。雖然有關檢察官之偵查權的爭論在立法時均值得傾聽，但是現實面上國民普遍同意被賦予身分保障的檢察官應該有獨自偵查權；另一方面在警方移送案件中警察偵查為主體，與其藉由指導教育來補正警方偵查之缺失，檢察官的主力更應該放在公訴活動的充實以及自為偵查的能力才是最妥當的解決之道。

　　
（3） 昭和五十年代以後：安定期。
　　昭和五十年代後半，檢警關係進入穩定期，雖然之前爭論不斷，然而實情是檢察官仍持續從事廣泛的偵查活動，其理由在於：在需要專業法律知識之案件，或無法期待警方偵查或能力有不足之案件，即需由檢察官行使偵查權，蓋以發現真實為目的，要求偵查作為之徹底進行的重要性，仍然一再被強調，而且也無法避免。
　　檢警關係在進入昭和五十年代後相對安定，尚有下列因素：
1、 對於檢察官進行犯罪偵查的國民要求（國民對於精密檢察與精密司法的要求）：
    接近於百分之百的有罪率、各階段程序的精緻化是現今日本刑事司法的特色，有稱為精密司法。擔負精密司法之工作者為檢察官，因此將由檢察官主導刑事司法案件之走向及成果，謂為精密檢察。
    昭和二十年代以後，陸續發生炭坑國家管理事件(一九四八年)、昭和電工事件(一九四八年)、造船事件(一九五四年)、三鷹事件(一九四九年)、松川事件(一九四九年)、二俣事件(一九五六年撤銷發回改判無罪)、幸浦事件(一九五九年撤銷發回改判無罪)等司法案件，由於這些政界人士牽扯其中之爭議案件以及公安案件的無罪率相當高，媒體、國民對此有很大的批判聲浪，為免無罪事例再次發生，因此徹底實行偵查作為，詳加審酌起訴所需證據，樹立精密檢察就成為檢察官之共識。特別是在二俣事件以及幸浦事件中帶給檢察實務相當大的衝擊，因為這兩件無罪判決的理由都是因為警察對被告施以不正當之方法，強行取得被告自白，自白非出於任意性，因此不被法院採認。雖然這兩個案件都是警方不正取供，但檢察官未發覺前情而起訴，亦因此而遭受非難。因此，如強盜殺人等重大犯罪案件，檢察官在警察偵查階段開始，就會予以指揮，參與偵查活動，甚或視情況直接親為偵查作為。雖然戰後法制改變，且占領軍總司令部當局之政策意在削弱檢察機關之權限，但出於自身之強烈責任感及使命感，檢察官之偵查職務在事實上仍然相當被重視，而被要求徹底施展相關偵查作為。目前，許多警方無法偵查，且相當困難的案件不斷增加，例如：第一，與政界人士有關之事件(大到中央政府官員，小至地方議員首長，警方之人事預算掌握在地方政府及議會手裡，沒有檢察官之身分保障)；第二，手法態樣複雜的智慧型犯罪、逃漏稅捐、金融機關職員背信侵占事件（尤其在涉及相關會記簿冊為偵辦重點時）；第三，特別法事件以及需要該等特別知識之各種經濟犯罪事件；第四，法律本身規定檢察官為唯一偵查機關之事件，例如獨占禁止法、證卷交易法等違反案件(法條規定告發應向檢察官為之)。

    再從洛基德事件、造船事件等社會矚目案件中可知，就此種需要強烈之政治中立性之保障、與高度法律素養的特殊案件，檢察官自為偵查所發揮的角色與功能具有極大的意義。例如貪污案件、官商勾結案件等都有必要由檢察官從事偵查。也因此過去所謂檢察官公訴專從論等說法也逐漸消聲匿跡。

另一方面，檢察官之偵查權與一般國民對於刑事司法有何期待這個問題息息相關，有認為偵查作為如果完全委由警察，檢察官為徹底的公訴官，一旦警察能力不足的話勢將無計可施，如此一來也無法呼應國民對於司法的要求與期待，這個觀點也成為檢察官積極參與偵查的有力基礎。
　　以這個時期的情況來看，一般警方移送的案件中，檢察官會審查警察的偵查作為，如果有應該補充之處則由檢察官自為偵查或指示警察補充偵查。另一方面檢察官獨自偵查是用在警方難以行動或者警方沒有足夠能力的事件時，此種偵查作為的數量有限，因此目前最應予考慮的是除去警方移送案件及檢察官獨自偵查以外，需要警方協立的偵查活動。警察雖然具有獨自的偵查權，但在警方偵查階段，由檢察官考慮許多起訴時的情況、給予建議，藉兩者協力以充分偵查的方法在瀆職、財政、公安勞動、重大犯罪等事件，特別有必要。檢察廳法及刑事訴訟法中也承認檢察官的偵查權，一定程度上也是慮及警方有無法處理的事件。特別是關於政界的案件，比起警方，檢察廳方面與政治的密著度不強；再以違反選罷法、貪瀆案件為例，警方或有難以順利偵查的因素，正因為由檢方著手偵查，所以此時期所發生的貪瀆案件得以順利處理進行。因之，要求檢察官不插手偵查事務，遵循檢察官公訴中心主義，以日本國情及當時現狀而言，亦不法想像。

2、 對於警察從事犯罪偵查的國民信賴
　　一九四八年刑事訴訟法修正後，警察被賦予非常大的權力，諸多違法不當的警察活動橫行，違法偵查、濫用權限等情況也廣受詬病，但因缺少有效的司法抑制，學者因而批評日本已經成為警察國家，
另一方面，與偵查作為過當違法之情事相較，在重大貪污或相關組織犯罪案件中，警方常遭指責未盡力偵查辦案，甚至警察參與之醜聞事件或犯罪案件也從未間斷過，檢討的聲浪因此從未停歇。學者有謂警察機關已經成為最強的權力，在無法期待警方內部規制發揮功能的情況下，更應由外部之法曹三方共同嚴格執行他律，且由檢察官嚴格發揮監督審核功能。

從過去諸多司法案件之判決結果來看警方的偵查活動，其等偵查作為的瑕疵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1) 欠缺事證即輕率啟動偵查作為。

(2) 證據（尤其是物的證據）之蒐集不充分。
(3) 未調查其他證明的可能性、未確認證據的可信性、未確認不在場證明或欠缺查證辯解之真實性，或雖有調查但不徹底。

(4) 過早斷定犯人導致偵查方向有誤，在此的疏誤容易與強行取得自白之違誤結合而同時發生。
(5) 未調查、確認人別資料導致被告的同一性有誤、未注意是否為少年事件、無視證人證言信用性之影響因素，以及欠缺責任能力的調查。
(6)　欠缺檢證、鑑定。
(7)　以違法不當方法強行取得被告自白。
 
　　由於警方之偵查活動招致許多批判與非難，警界內部也意識到警方欲擁有偵查權，國民的信賴乃必要不可缺，為確保警察之偵查權限，警方必須致力於偵查活動之合法正當與高度化，倘若國民對於警方的犯罪偵查作為產生動搖或不信任感，警方身為偵查機關的地位將岌岌可危。為了確保國民的信賴，警界內部人士認為：刑事警察必須滿足兩個要求：①偵查作為之合理化，及偵查技術之高度化：藉著實施有效適當之偵查作為，確實發覺犯罪行為人；②偵查手段須合法正當：警方須採行可為國民所接受的妥適方法。事實上這兩樣要求早在一九五三年刑事訴訟法一部修正時，有關警察改革之「刑事警察的革新改善」議題中有所強調。

3、 檢察官與警察在起訴前的偵查階段會頻繁且互相聯繫、警察已習慣檢察官平時的指揮偵查。
　　檢察官於起訴前，為了達到維持起訴成果之程度，作法上會對被告及證人進行偵訊，即令起訴後證人翻異先前證詞，但證人之偵訊筆錄依刑事訴訟法第三二一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仍具有證據能力，可為案件的證據資料，司法警察因此對於檢察官之偵查作為產生依賴感，對於偵查的責任感也因而變得淡薄。雖然對於警方移送的案件，在偵查不完備且無法藉由警方的補充偵查補足時，檢察官可以逕為不起訴處分，但是這種作法能否得到國民的支持不是沒有疑問，而成為一個兩難的課題。
四、從法令之實行狀況看現行制度之缺陷：
（1） 檢察官之身分定位不明確、檢警責任不明：
　　現行偵查制度中有關檢警關係及偵查權限之分配，其最大問題在於檢察官的身分認同不明確。警察從服從檢察官的指揮搖身一變成為獨立的司法機關，某程度是刑事訴訟制度最大的變革，但是雙方的偵查權究竟是何關係則到現在仍然沒有定論。昭和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初期，檢警關係曾有相當尖銳的對立，例如關於警方移送的案件應該由誰負最終的偵查責任？又刑事訴訟法上檢察官對於警方的指示、指揮權，特別是對於警方移送案件的具體指揮權及於何種程度？這些正是對於新刑事訴訟法將檢察官偵查權所做的改變，以及檢察官於偵查中的角色、地位等事項所提出的質疑。上述紛爭在實務上如今歸於平靜，大多數見解認為：警察基於第一次偵查機關應對偵查作為負其責任，並且應該擔負實行偵查活動之職責，但是為了使事件得以順利的處理，雙方應該互相妥協，檢察官依其職務也應該負責完成偵查活動。然而在問題本質上，這並非解決方法。昭和三十年代後半，法官界及檢方內部部分人士有所謂的檢察官公訴專從論的主張，亦即檢察官應該貫徹身為公訴官的中心機能，對此，以實際狀況來看，檢察官為了使偵查作為合法適當，不可能對於警方移送案件均不參與；另一方面從歷史經驗而言，明治初期設立檢察官初始，因為檢察官不參與偵查活動，導致無罪、預審免訴率超出五十百分比，因此從明治三十年代開始，採取檢察官啟動偵查之開端、審慎判斷起訴、不起訴、並從事證據蒐集的措施，對照如今的起訴案件之無罪率僅不到百分之一，且得到國民的普遍支持，結論上終究認為檢察官不能放棄偵查作為。而且，從檢察官在警方偵查時所發揮的把關功能，以及檢察官從事補充偵查的必要性，甚者某些犯罪應該由檢察官獨自偵查等情況來看，檢察官公訴專從論並不可行。與實務面更為相關的問題反而是檢察官指揮司法警察作補充偵查，但並沒有收集充分證據時，檢察官可否不自為補充偵查而直接對該案件做出不起訴處分。這類問題仍會涉及到警方移送的案件，檢察官在受理後，是否應負最後的偵查責任。
由於檢察官的偵查權欠缺學理上的位置，最後就以公訴很重要，偵查也很重要的論點歸於平靜，檢察官公訴專從論並未在檢察實務上造成太大的衝擊。而且上述議論始終僅停留在從觀念上對於實務現狀予以批判，未能提出可以改善實務現狀之具體建議，亦很難賦予檢察官的偵查權在根本上的位置，因此終究不為所採。
　　
（2） 檢方認負荷過重，招致士氣低落。

所謂檢察官的偵查權，其意涵為何？這個問題因為持續不明確，長年演進的結果導致檢察官的身分認同也因此曖昧不明，在檢察內部因此造成不少的迷惑混亂。其一是對於負擔過重所累積的不滿。檢察官日常職務，主要是在處理警方移送的案件，案件中多數都沒有經過妥適處理，必須再施以相當程度的補充偵查 (包含檢察官自為補充偵查，以及指揮移送機關補充偵查)，但隨著移送機關的能力以及意願的不足，導致檢察官的負擔也加重，因此在移送機關的補充偵查並不充分時，檢方內部就有主張不再自己實施補充偵查而直接對案件做出不起訴的意見。但是因為傳統上向來認為偵查與公訴是檢察官兩大職權，案件受理後檢察官負有完成偵查的責任，如果不處理警方移送的案件，等於是放棄了職務，因此上述論點並不被採用。結果第一線的檢察官們一方面必須將大部分時間用於處理警方移送案件的偵查補充作為上，一方面也阻止不了檢方內部認為這對公訴官而言是背負額外負擔的聲浪，因此招致了士氣的低落。

以東京地檢為例，檢察官每日為了警察移送的案件而『忙殺』（極為忙碌），原因雖然不止其一，但主要有以下兩點理由：第一，擔任現場第一線偵查責任者的警方幹部，指揮能力不足；第二，一般而言警方僅熱衷於尋找犯嫌，但對於公訴活動的證據蒐集，意願不高，甚至存在：「只要將案件移交給檢察官就算交差了事，反正檢察官會幫我補足」這種想法的人也相當多。對於這一點，警界內部也具有此問題意識而研擬對策，但效果並不顯著。另外，由於刑事訴訟法上對於書證的證據能力的規定，因此很多情況下檢察官必須親自進行偵訊、製作筆錄，偵查業務也因此更加繁重。
 
（3） 檢察官與警察之間緊張關係不足，對警方的監督功能不彰
刑事訴訟法規定，檢察官有監督、審核警察偵查作為之功能，但涉及到警方犯罪事件，則因過去發生檢察官對於警察犯罪事件施以住宅搜索，導致關係惡化之事例，因此檢察內部人士有謂：為顧及與警方關係，就警察涉案案件應避免施以強制偵查處分(例如不逮捕，或雖逮捕但不搜索)。最有名的事件為共產黨幹部住宅遭盜聽事件
。由於檢察官的偵查權，對於移送機關的偵查作為應該發揮監督的功能，因此，雙方應該常存有一種緊張關係。但因為檢察官就警方移送之案件有責任完成整個偵查活動的立場被廣為強調，檢警為了順利完成偵查活動，為此相同的目的，常處於協力關係，就偵查內容的適當與否，檢方雖可能嚴格監督，但是從程序的觀點，有關於偵查的程序及過程的監督則有不足，
導致有如：對案件施以「嫌疑不足的緩起訴處分」的情況發生，也就是在認為警方移送的案件證據並不十分明確，未必能達到判決有罪的心證的程度時，檢察官為避免激怒警方，導致將來遇到須警方協助的情況時，遭到刁難或拒絕，因此就此等案件以緩起訴處分取代不起訴處分；又如上述共產黨幹部住家電話竊聽案件，檢察官為顧及雙方關係而必須與警方交涉，且就案件處理結果有所妥協、讓步。
再者，涉及警界醜聞及警察牽涉在內的刑事案件之偵辦，就連究竟是由警察偵查，檢察官被動等待進度，或是由檢察官獨自為偵查作為都必須再三考量，這是因為慮及雙方間同為偵查主體，互為協力關係，以致有上開顧忌，所以依現制，檢方一涉及到與警察的關係，無法否定是相當敏感甚至被評論為已經帶有一點神經質。

美國學者David T.Johnson研究日本檢察制度，實際調查後發現，現制下日本檢察官雖然等同戰前，在偵查中維持了支配性的地位。但另一方面，某程度檢察官也必須屈從於警察之下，尤其是前述對嫌疑不足案件施以緩起訴處分的作法，即是因為檢察官擔心將案件予以不起訴處分會導致警方的不悅，將來遇到需要警方協力的案子，將有遭到拒絕的風險，為了使警方與第一線檢察官間的關係可以圓滑順暢，因此有了嫌疑不足的緩起訴的發生，甚至毋寧說是相當常見的情況，特別是在警方所移送人犯在押之案件，倘若以證據不足而做出不起訴處分的話，「將使得警察的醜態暴露，檢察官與警察的關係也將決裂」。甚至即使是備受尊敬的前檢察總長伊藤榮樹，就檢察官必須與警察保持良好的關係一事，也曾很露骨的說：「就共產黨幹部遭警方違法竊聽一案，僅僅處罰身處警察組織中最下位的兩人，這樣的作法是很不適當的，但是如果檢察官要往上追究警方上位者的責任，勢必會面臨警方傾整個組織之力量與檢察官抵抗，萬一陷入這樣的對決關係中，無法保證檢察官一定會勝利，就算勝利，雙方也會心存芥蒂，對於保障社會秩序之職責將變得困難。」，依據前總長伊藤的想法，從盜聽案的始末可以看出，即使證據顯示警方有違法行為相當明確，但一旦徹底追究警方的違法行為，將會導致無法預料的副作用產生，考量對國民之整體利益，而不對警方展開刑事偵查作為。不過David T.Johnson則明白指出：為了維持與警方的良好關係而採取上開的作法，事實上已經犧牲了「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的理念，而且有相當多之移送案件，檢察官對於警察所取得之被告自白，係以毆打虐待等違法手段取得一事，也多寬大以對，對於人權保障有相當不良的影響。

（4） 特搜檢察之肥大化

檢察官的偵查權性格越不明確，檢察官本身的偵查活動亦即「特搜檢察」的編制，就越成為檢察官偵查權的本質與核心而受重視。特別是官商勾結、貪瀆、重大經濟犯罪等案件接二連三發生，而國民普遍認為身為地方機關的警察無法處理這些集團性的犯罪案件時，國民對於特搜檢察的期待也就越高。近年，除了東京、大阪二處地方檢察廳，還增加了名古屋一處設立特別搜查部（簡稱特搜部）
，除此外，其餘地方檢察廳也在一般的刑事部下還增加了特別刑事部
，以強化檢察官獨自偵查活動為目標，藉此呼應國民的期待。但是以最近的東京特搜部為例，需從各地方檢察廳調派數十個檢察官來支援，而且這樣的情況幾乎已經成了常態性編制，從檢察全體的組織編制而言並非正常，必須有根本的解決辦法。雖然需要檢察官獨自偵查的案件很多，而國民對此也有相當高的期待，但是在充實強化檢察的偵查權以及不受限制的特搜部門時，在組織上將會造成種種問題，而且也導致產生不受其他機關監督的強力獨立偵查機關的疑慮。

五、代結語—現階段我國改採日本制度之不可行
有關偵查主體制度及檢警關係，由上述日本法制沿革及現況可知，仍存有相當之問題需待解決：

第1， 雙偵查主體制度於實務上運用之結果顯示，檢察官仍然成為偵查的最終責任者，亦即檢察官就警方移送案件，仍須就警方之不足或不適當之偵查作為收拾善後，故而實況與原先規劃雙偵查主體制度之目的在明檢警雙方之責任，有相當大之出入。

第2， 現制下日本檢察官之主要工作仍在處理警方移送之案件，且其中大多數之偵查作為均不完備，檢察官需花費大半時間補充偵查作為，工作負擔繁重，已逾制度設立初衷，迄今並無根本改善方法。
第3， 於雙偵查主體制度下，檢警雙方原則上為協力關係，特定情況檢察官始有指示、指揮之監督權，相較之下，檢察機關相對弱勢，導致原先規劃檢察官所發揮之制衡監督警察機關之功能不彰，以致警察機關之權力過於強大，警察之活動時有侵害人權之舉。

第4， 現今社會之發展，諸多類型案件之偵查作為需通曉法律及專業知識，已非司法警察能力所及；而警察涉及之犯罪案件更不宜由警方進行偵查活動；另相關重大或必要之案件，即令由警方實行偵查作為，於偵查初始階段仍須及早由檢察官參與，亦即檢察官廣泛且盡早參與偵查活動有其必要性，與法規建制初衷有所不同。
第5， 由於現實面上，1.檢察官在法律知識上見長，因此法律上複雜的案件的偵查適合交給檢方，基於法律的程序保障面來看亦同，2.相較於警察，檢察官的遵法能力明顯優異，3.檢察官擁有與法官相近的身分保障，這在做成起訴、不起訴的決定，以及在身為原告的活動層面也會發揮重要的功能，4.涉及政治色彩強烈的案件有必要由檢察官為第一次偵查機關實行偵查作為等種種因素，因此日本檢察官仍被肯認為應居於偵查活動主導地位，得自為偵查行為。
第6， 日本現行刑訴法與其說是日本政府有感於舊制之缺失，主動放棄舊制改訂新制，不如說係遭受戰後占領軍總司令部方面（尤以美國為首）之壓力，而不得不採用總司令部之立場。為此，數十年來日方實務界花費極多時間心力，以使刑事訴訟制度之運用合於日本國情，且儘可能運用成舊制檢察官保有得主導偵查活動之地位，由此可知現行法制度之實施，乃有諸多不合日本國情之處。
論者謂依據我國現行偵查制度，警察僅為檢察官之偵查輔助機關，非獨立偵查主體，將使偵查責任不明，為明責任，應該改成日本之雙偵查主體制度。然而今時今地，該制度有甚多窒礙難行之處，其理由為:：
第1， 我國現行刑訴法於法制上與日本同為歐陸體系為主，倘若貿然修改偵查制度，如同日本紛亂數十年之情景勢必可以預見。
第2， 兩國修法之背景不同，戰後日本修法之背景係檢察官只重視偵查活動，未將公訴活動視為重心，因此將偵查事務委由司法警察為之。但我國現制下，偵查、公訴已同時為檢察官之兩項主要職務。
第3， 除此外，參照我國歷來事例，警界人士牽涉在內之違法、犯罪案件層出不窮，報章媒體上亦屢見不鮮，素質、能力均備受質疑，貿然賦予司法警察偵查主體地位、使其擁有偵查權，能否得到國民之普遍支持及信賴，又是否會重蹈日本過去警方『蹂躪』人權之覆轍？均待深究。
第4， 相關法制面上仍有欠缺，採行日本制度之結果，除了原有規範偵查制度及檢察官、警察職務及權責相關法令均須制定或重新修正，影響層面所及相當深遠。
第5， 一旦使司法警察成為獨立偵查機關，在人數、資源及設備上將遠優於檢察機關，因此要使檢察官得以發揮獨立偵查機關及制衡監督司法警察機關之功能，即必須充實檢察機關之偵查能力、科技及設備。除法制外，亦須增設直屬於檢察官之偵查輔助機關，且予以詳細分工，並充實相關設備、人力，例如於檢察事務官
（概念較我國現制為廣）、各級偵查官
（由檢察事務官內選任）、各種專業檢察技官（包括通訊、運輸、採證、翻譯等專門技術），及所需科學鑑識單位等直屬之偵查輔助機構
，在討論修正偵查主體制度之議題時，此等相關配套措施之設置及國家財政是否足以因應，都是必須考慮之因素。
    雙偵查主體固非絕不可行之制，於今時日本之運作亦尚稱順暢，然而，涉及之層面甚為廣泛深遠，非僅單一法令修改即可輕率為之，現況下，相關法令並不完備，亦無完整配套措施，而經費設施能否因應亦屬問題，甚者警察目前違法違紀事件仍層出不窮，遑論國民信賴及觀感。對照日本彼時修法乃不得不然，我國能否草率為之，又能否克服上述問題，亟待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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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六)，法学協会雑誌92卷5号 197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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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八)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　法学協会雑誌92卷7号(1975.7.1)


� 附帶決議原文:司法警察官は之を検察庁の所属に移すべき物なるもその適当なる時期に至る まで検察庁は司法警察官に対する指揮監督及びその教養訓練を厳にし捜査の適正と迅速とを期すべきものとす。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三)，法学協会雑誌93卷4号 1976.4.1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六)，法学協会雑誌95卷9号 1978.9.1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四)，法学協会雑誌93卷5号 1976.5.1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六)，法学協会雑誌95卷9号 1978.9.1 P94~95


� 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七)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　法学協会雑誌95卷12号 1978.12.1


� 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八)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　法学協会雑誌96卷1号1979.1.1


� 報章社論如朝日新聞論說「(昭和二十一年八月八日)地方制度修正と民主化」、「(同年八月十二日) 警察運用への希望」、「(同年十一月二十日)治安省に反対する」。


� 請願日為：1946年8月28日「關於我國犯罪偵查機關之陳情意見書」、1946年9月19日「關於檢察官之犯罪偵查輔助機關之意見書」、1946年10月8日(關於檢察官對於警察之指揮監督權等問題)之請願書。詳見最高検察庁広報部、新検察制度十年の回顧（二）、法曹時報10巻2号，1958


� 改正刑事訴訟法提案理由書，法務庁検務局総務課1948.06.15 P33；検察資料第３３号刑事訴訟法の運用及び改正意見に関する調査（上巻）1952.11 P141


� 昭和二十六、二十七年間，法務省刑事局詳列自偵查至執行等各程序之問題，廣為徵集各檢察署之意見、具體運用情況及實際案例，並且向法院及警察機關請求提供相關案例，製成刑事訴訟法運用之實態及改正意見之調查報告，以供修法部會及國會審議時使用。詳見検察資料第３３号刑事訴訟法の運用及び改正意見に関する調査（上巻），法務省詢問事項中，關於偵查事項如：「(十)(該署)是否有碰過(法院)逮捕狀濫發，或(警方)濫用逮捕狀的情況?是否有實際事例?若有，認為應如何防止?如經由檢察官來聲請逮捕狀是否認為適當?]、[(十一)於請求逮捕狀之時，就釋明資料或記載內容，有無曾與法官發生紛爭論議之實際情況?如有，當時採取何種舉措?]、[警方移送案件之偵查書類有不充足或缺漏之情況頻傳，能否緩和現刑法有關逮捕時間之規定謀求救濟?]，又如公訴事項中:[隨著刑事訴訟法將改正之時，現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是否應該維持?其理由為何?]，涵蓋範圍相當廣泛。


� 土金賢三，刑事訴訟法の一部改正－とくに検察官と司法警察職員との関係－，警察研究24巻9号 1953


� 附帶決議：「右の一般的指示により個々の事件の捜査を直接指揮しないよう留意されたい。」（需注意右揭之一般指示權，不能直接指揮個別事件之偵查作為）。不過，個別事件之偵查作為的指揮，本質上就屬於具體指揮權之範疇。


� 井戸田侃，捜査における検察の役割―警察と検察の関係，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1


�　例如司法警察展開偵查後，所有案件無論犯罪嫌疑高低，均應移送檢察官，沒有最終處分決定權(246)。再者，司法警察職員在法定情況下須受檢察官之指示、指揮、建議、勸告等。其餘如羈押請求權(204-206,211,216)、審前程序之證人詢問請求權(226,227)、相驗之權限(229)、微罪處分事件之指定權(246)等，司法警察不具有此部份之偵查權限，另外，被告以外之人之筆錄之證據能力，檢警間亦有差異(321)。田宮裕等，刑事訴訟法Ⅰ―捜査、公訴の現代的展開，1975.08.25 P42～47；青柳文雄等，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 1976.11.30 P48。


�井戸田侃，捜査における検察の役割―警察と検察の関係，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1


� 第191条：「検察官は、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検察事務官は、検察官の指揮を受け、捜査を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田宮裕等，刑事訴訟法Ⅰ―捜査、公訴の現代的展開，1975.08.25 P62~63


� 第196条：「警察官は、事件の送致又は送付後においても、常にその事件に注意し、新たな証拠の収集及び参考となるべき事項の発見に努め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事件の送致又は送付後において、新たな証拠物その他の資料を入手したときは、速やかにこれを追送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第197条：「事件の送致又は送付後において、当該事件に係る被疑者につき、余罪のあることを発見したときは、検察官に連絡するとともに、速やかにその捜査を行い、これを追送致（付）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第192条：「検察官と都道府県公安委員会及び司法警察職員とは、捜査に関し、互に協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在犯罪搜查規範第四十五條也規定警察的協力義務：警察本部長或警察署長，就偵查事項，為了實現公訴，認有必要事先聯絡時，應就犯罪事實之概要及其他參考事項盡速與檢察官連絡。第45条：「警察官は、捜査に関し、検察官と互に協力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警察本部長または警察署長は、その捜査する事件について、公訴を実行するため、あらかじめ連絡しておく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るときは、すみやかに、犯罪事実の概要その他の参考となるべき事項を検察官に連絡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青柳文雄等，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1976.11.30 P52


� 第193条：「検察官は、その管轄地域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に対し、その捜査に関し、必要な一般的指示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この場合における指示は、捜査を適正し、その他公訴の遂行を全うするために必要な事項に関する一般的な準則を定めることによって行うものとする。検察官は、その管轄地域により、司法警察職員に対し、捜査の協力を求めるため必要な一般的指揮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検察官は、自ら犯罪を捜査する場合において必要があるときは、司法警察職員を指揮して捜査の補助を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る。前三項の場合において、司法警察職員は、検察官の指示又は指揮に従わ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第四十七条：「警察官は、他の司法警察職員との間において捜査の調整につき、� HYPERLINK "http://law.e-gov.go.jp/cgi-bin/idxrefer.cgi?H_FILE=%8f%ba%93%f1%8e%4f%96%40%88%ea%8e%4f%88%ea&REF_NAME=%8c%59%91%69%96%40%91%e6%95%53%8b%e3%8f%5c%8e%4f%8f%f0%91%e6%93%f1%8d%80&ANCHOR_F=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3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ANCHOR_T=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3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l "1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9300000000002000000000000000000" \t "inyo" �刑訴法第百九十三条第二項� の規定による検察官の一般的指揮を必要とする特別の事情があるときは、すみやかに順を経て警察本部長に報告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警察本部長は、前項に規定する報告を受けた場合において、必要があると認められるときは、すみやかに、その旨を検察官に申し出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高田卓爾 鈴木茂嗣，新・判例コンメンタール刑事訴訟法３第一審（１）１８９－３１６条，1995.08.10 P27


� 關於刑訴法第一九三條第三項規定檢察官自為犯罪偵查時認有必要得指揮司法警察使為偵查之補助，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的具體指揮權其內容為何，有兩種說法，一者認為得以行使具體指揮權僅限於檢察官針對自己發覺之案件進行偵查，或直接向檢察官提起告訴告發自首之案件為限，一者認為不限於上述情況，司法警察所移送的案件檢察官認為有必要自己實行偵查時也包括在內。由於檢察官的偵查作為乃為使公訴權合法適當行使所必要，應該認為具體指揮權是充足檢察官偵查機能的旨趣，因此不必如第一說一樣做狹義解釋，所以檢察官在受理警方移送案件也能行使具體指揮權。詳見宗像紀夫，検察官の責務，刑事訴訟法の争点第三版，ジュリスト増刊，2002


� 青柳文雄等，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 1976.11.30 P58~65


� 第一九四条：「検事総長、検事長又は検事正は、司法警察職員が正当な理由がなく検察官の指示又は指揮に従わない場合において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警察官たる司法警察職員については、国家公安委員会又は都道府県公安委員会に、警察官たる者以外の司法警察職員については、その者を懲戒し又は罷免する権限を有する者に、それぞれ懲戒又は罷免の訴追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国家公安委員会、都道府県公安委員会又は警察官たる者以外の司法警察職員を懲戒し若しくは罷免する権限を有する者は、前項の訴追が理由のあるものと認めるときは、別に法律の定めるところにより、訴追を受けた者を懲戒し又は罷免しなければならない。」


� 田宮裕等，刑事訴訟法Ⅰ―捜査、公訴の現代的展開 1975.08.25 P70~71


� 青柳文雄等，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1976.11.30 P65~70


� 井戸田侃，捜査における検察の役割―警察と検察の関係，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1


� 關於檢察廳法立法沿革，詳見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三井誠，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二一)～(二三)，法学協会雑誌99卷5号(1982.5.1)、6号(1982.6.1)、12号(1982.12.1)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法学協会雑誌92卷11号 1975.11.1


� 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小田中聡樹，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十一)，法学協会雑誌92卷12号 1975.12.1


� 第4条：「検事は、刑事事件について、捜査を主宰し、公訴を行ひ、法令の正常な適用を請求し、裁判の執行を指揮し、その他の事件についても、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通知を求め、その意見を述べ、その他、司法及び行政事務に関し、公益を代表して、法令の定める職務を行ふ。」


� 第31條: ：「検事は、司法警察官吏又はその職務を行ふ者を指揮する。」；第36條：「司法警察官吏及びその職務を行ふ者に対する監督は、前四条の例に依る。」


� 第40條第1項：「検察庁の職員以外の者で法令により捜査の任務を有するものは、堅持が職務上その庁の管轄地域において発した命令に従う。」


� 第9條第2項: 「検事及び副検事は、捜査をするについて、法令により捜査の任務を有する者に対し捜査の補助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第39條：「検察庁の職員以外の者で法令により捜査の任務を有するものは、検事又は副検事より捜査の補助を請求されたときは、これを拒むことができない。検察庁の長官は、検察庁の職員以外の者で法令により捜査の任務を有するものが捜査の補助を拒み、又は適当な補助をしないときは、その者について懲戒を行うことのできる者に対して、その処分を要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第7條：「検事及び副検事は、検察官として、刑事事件について公訴を行い、法令を正当な適用を請求し、裁判の執行を指揮し、その他の事件についても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通知を求め、意見を述べ、その他司法及び行政事務に関し公益を代表して法令の定める職務を行う」、第9條第1項：「検事及び副検事は、検察官として、いかなる犯罪についても捜査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日本辯護士聯合會第三度於1946年10月8日提出請願意見書，聲明該聯合會就司法警察制　　度及檢警關係研究討論後之決議如下：「一、有關檢察官對於警察官(依規定擁有司法警察之身分地位)犯罪偵查作為的指揮監督權問題：…倘若對於警察官賦予犯罪偵查權，即必須使檢察官保有相對應之指揮監督權。亦即，由於我國向來有關犯罪偵查事務之一切責任均由檢察官擔負之，這也是人民得以安心信賴之由來，如今遽然剝奪檢察官對於犯罪偵查之指揮監督權，將有導致人心極度不安之虞。依據我國現狀而言，為了期使偵查作為合乎公平透明、合法適當之要求，無論如何均有進一步強化檢察官對於警察官之指揮監督權之必要。這是諸多在野法曹以多年來之親身經驗為基礎，加以對照我國目前面臨之現狀，經過慎重考慮研究後所得出之一致意見。特別基於下列幾點理由，更『痛感』（深刻感受）有其必要：（一）由於警察官之身分隸屬於內務省，觀諸過去屢有警方犯罪偵查權受政治上各方勢力所左右，且原應保持公正性之職務，亦為自保而濫用，甚至有『蹂躪』(嚴重侵害)他人權益之行為等情事，不難想像將來有不斷重複發生之情事。由於上述弊害特別為人民所懼怕，為除去此等不安，除了強化檢察官之指揮監督權以外，吾人已無法發現其餘有效的實際方法。…(二)倘若欲使檢察官擔負決定是否提起公訴，以及起訴後所掌握之事證資料能否維持起訴成果之責任，則檢察官即必須深切洞悉偵查活動之實際狀況。特別於檢察官為了探究犯罪事件之動機及情況，以決定起訴與不起訴之標準；或者為了能夠迅速且妥適的做出起訴、不起訴或緩起訴等處分的情況下，就偵查事務賦予檢察官指揮監督權及偵查事務之責任者的地位，使其參與偵查活動即屬絕對必要。(三)在犯罪事件類型中，例如公務員之瀆職、涉及對社會有重大影響之事件、案件類型極為複雜或屬大規模之案件等，於實際偵查過程中常會滋生各種法令之疑義，但是觀諸我國目前之警察官的素養，要求警方完成偵查作為現實上乃不可能，於此處亦構成了必須認同檢察官對於警察官有指揮監督權之重要理由。…」，詳見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三井誠，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二三)，法学協会雑誌99卷5号12，1982.12.1；另參註37最高検察庁広報部、新検察制度十年の回顧（二）、法曹時報10巻2号，1958


�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朝日新聞社論「治安省に反対する」，內容略為：「封建制度下，警察制度在促成軍國主義上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如今為了建設民主和平之日本，相關現行制度必須做根本性的改革。警察制度審議會召開數次會議討論做成警察制度改革案大綱未久，然而根據大綱裡所示設置新機關治安省，期將行政警察與司法警察一元化之規劃，吾人堅決反對接受。警察制度審議會既是由內務省所管轄設置之機關，縱然歷經數次會議討論做成大綱結論，結果與先前委員會仍然並無不同，可以想像該結論仍係以內務省官員所做成之提案為基礎。然而，除去國際犯罪之偵查聯絡事宜及跨領域之事務，既然主要之警察事務都將委由地方機關行使，審議會又是於何處得出認有必要設置治安省之結論？行政警察之事務於規劃上既然幾乎由地方政府為之，以犯罪偵查事務為中心之新的警察組織為何不移置於司法機關之下？新憲法既然已明確採用三權分立主義，且為了確立民主主義，司法權之獨立存在即屬絕對必要。為了構成強而有力的司法機關，應使司法機關能夠完全掌握偵查機關。從司法權之強化及獨立之層面來看，將司法警察機關移置於檢察機關所屬轄下，即屬事理當然。過去我國由於司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之混亂，導致警察『橫暴』、『專橫』事件頻傳，因此此時若司法警察與行政警察完全分離，將司法警察移置由檢察機關管轄即有絕對必要，況於今日吾國以警察民主化為目標，則司法警察移置於檢察機關下管轄之必要性即應進一步闡揚。如果不將司法與行政警察之問題做個明白之界定，要談論警察制度之改正，即屬不能。既然如此，警察制度審議會係因何理由而急著做出結論呢?...吾人極為希望警察制度審議會能就此問題慎重檢討，且竭力防止中央集權之警察制度出現。為此，吾人至為企盼將司法警察完全移置於檢察機關之管領下。吾人深信上述主張乃為正確體認新憲法之精神，且為實現民主政治所應採取之措施。」，詳見刑事訴訟法制定過程研究会・三井誠，刑事訴訟法の制定過程(二三)，法学協会雑誌99卷5号12，1982.12.1；另參註36最高検察庁広報部，新検察制度十年の回顧（二），法曹時報10巻2号，1958


� 該草案第四条：「検察官は、刑事について、公訴を行い、裁判所に法の正当な適用を請求し、且つ、裁判の執行を監督し、又、裁判所の権限に属するその他の事項についても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裁判所に、通知を求め、又は意見を述べ、又、公益の代表者として他の法令がその権限に属させた事務を行う。」、第六条：「検察官は、必要と認めるときは、いかなる犯罪についても捜査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検察官は、捜査をする場合には、他の法令により捜査の職権を有する者に対し、捜査の補助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第十三条：「検事総長、検事長又は検事正は、第六条第二項の規定による捜査の補助の請求を受けた者が、正当の事由がないのに、これを拒み、又は適当な補助をしないときは、その者に対して懲戒を行う権限を有する者に懲戒処分を請求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該草案第六条：「検察官は、いかなる犯罪についても捜査をすることができる。」


� 伊藤榮樹，新版検察庁法，1986.8.5 P48~49


� 青柳文雄等，注釈刑事訴訟法第二巻，1976.11.30 P45


� 昭和三年板檢察廳法草案第三條原文如下：「検事ハ公訴ヲ実行シ、裁判ノ執行ヲ指揮シ其ノ   他公益上必要ナル事項二付法令ノ定ムル職務ヲ行フ。」，詳見最高検察庁広報部，新検察制度十  年の回顧（三），法曹時報10巻3号，1958


� 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 1999.1


� 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 1999.1


� 小田中聰樹，現代刑事訴訟法論1977.4.2


� 所謂檢察官公訴專從論是指：檢察官為公訴官，應貫徹此角色，不參與偵查活動。但是刑事訴訟法之所以賦予檢察官偵查權其理由在於：1.檢察官是刑事訴訟法第二四八條規定得運用起訴裁量權限的公訴獨占機關，就關於被告之犯罪輕重、情狀等一切有利不利情狀如果不允許得以偵查，就不能判斷起訴不起訴的適當性；2.為了負起實行公訴的責任，必須使其負有偵查之權責(所負權責之程度為：認偵查所得事證資料足以維持起訴成果之程度)；3.做為公益的代表人，萬一犯罪行為被置而不處理，應使檢察官有明文的責務。再者，實務上即使是司法警察的移送案件，幾乎所有的情況下，檢察官都會對犯罪嫌疑人及證人做偵訊調查，姑且不論這樣的情況是否符合法律建置之原先構想，實際上乃不得不然。見田宮裕等，刑事訴訟法Ⅰ―捜査、公訴の現代的展開1975.8.25 P63


� 所謂放任警察偵查作為論，概念為：關於警方移送案件，基於警方擁有了第一次偵查權而因此也實行偵查活動之責任，檢察官就應該堅持身為判斷者的立場盡可能不要插手偵查事務。現實上已有檢察官認為一般案件檢察官僅就判斷起訴與否有關的必要性事項指揮警察補充偵查作為，不自為偵查，如果經警方的補充偵查作為後，事證仍有不充分的情況，就應該對被告做出不起訴處分。但是目前為止檢方的多數見解仍認為檢察官受理警方移送之案件後，就成為偵查責任的最終者，關於此點因此檢方不得不至少要做獨自的補充偵查，而此放任論也就因而不被採認。高野利雄，捜査における検察と警察の関係，刑事訴訟法の争点第二版，ジュリスト増刊，1979


� 相關議論見伊達秋雄，検察官公判専従論，判例タイムズ１４８号，1963；佐々木史朗，刑事裁判の当面する課題―検察官よ、法廷にかえれ―，判例タイムズ１５０号，1963。相對於此，也有第一線檢察官之著文，如：早川晴雄，声無声―検察の立場より法曹に訴う，法曹154号，1964明白點出了實際面的問題與第一線檢察官的心聲。


� 小田中聰樹，現代刑事訴訟法論1977.4.2


� 谷川輝，検察の課題，判例時報465号，1967


� 藤永幸治，戦後検察制度の形成と今後の検察像，刑法雑誌36巻1号，1996.8，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1999.1


� 臼井滋夫，刑事訴訟法四十年を顧みて―検察官として，ジュリスト９３０号，1989


� 現代日本の検察―検察権行使の実態と法理―座談会，現代の検察―日本検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1


� 小田中聰樹，警察国家再現の防止のために，ジュリスト930号，1989


� 浅田和茂、川崎英明、高田昭正，戦後刑事司法の軌跡―その担い手達の活動―，ジュリスト930号，1989


� 關於警方偵查權之規制與刑事訴訟法偵查制度間之關係，學者有如下說明：「如此對司法警察賦予這麼大的權限，對個人人權造成相當重大與密切的影響，為使司法警察之偵查權限能合法適當之行使，就法律的立場而言，應該在制度面中就人權保障之規定多下功夫，而且重點應該集中在對於偵查權限的行使越盡量予以監督制衡越好，以確保人權保障與犯罪偵查間之平衡。如此做除了是宣示憲法上保障人權之基本立場，而且以刑事訴訟法明文規定作為具體擔保，亦與國家賠償、行政懲戒、制裁、警察內部教養訓練等方法有別，現行刑事訴訟法採用的兩大方策：一、以令狀主義為中心的司法救濟、二、當事者主義的抑制原理。在一的部份，除了強制處分要求令狀外，還有準抗告制度跟公訴程序中的證據排除法則，二的部份是對被告保障其緘默權的消極權利以及賦予辯護權保障的積極權利。因此現行法的特色一言以蔽之，戰前僅允許任意偵查，但其適法性的擔保仰賴警察自制，有鑑於這樣的方法以失敗作收，因此改而以賦予強制權限代替之，從外部再賦予嚴格的控制，這種規制方法顯得比較有彈性。從賦予強制權限這一點而言，越是呈現出糾問的偵查觀面貌，就越有必要強化以彈劾的偵查觀為導向的司法抑制，這也是在討論偵查制度時，彈劾的偵查觀豋場的緣由。」，田宮裕，刑事訴訟法における警察の役割，現代の警察―日本警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0


� 能勢弘之，誤判問題からみた警察の捜査活動とその抑制，現代の警察―日本警察の実態と理論，法学セミナー増刊，1980


� 岡田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警察捜査，ジュリストNo1148，1999.1


� 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1999.1


� 高野利雄，捜査における検察と警察の関係，刑事訴訟法の争点第二版，ジュリスト増刊，1979


� 一九八六年，身為國會議員的日本共產黨幹部向東京地方檢察廳提出告訴，指住宅電話遭人竊聽，依據案件性質本應由公安部檢察官擔任偵查，但因為當時已經懷疑有警界人士牽涉在內，因此由特搜部檢察官擔當偵查，檢方除了相關偵查動作外，還採集了指紋，做鑑識偵查，而且，東京地檢廳並沒有將指紋鑑識工作交給警方的鑑識單位，而是請求檢方內部單位的協助，由在指紋鑑識方面素有專精的名古屋地方檢察廳協助，採集指紋，經過調查，從指紋、毛髮、血液分析確認出五位神奈川縣警察局公安一課之警察(一位巡查)及警察官(一位巡查長、兩名警部補，以及一位巡查部長)的身分，偵查期間，巡查部長死亡，檢察官對其餘四人開始進行偵訊後，除了巡查外，其餘三人均完全否認犯行，至於該巡查則除了表示係聽從上級指示外，均保持緘默，在偵訊中尚且嚼口香糖，對偵查始終採取不配合的態度。這期間神奈川縣警方則對外否認知情且參與該盜聽事件。在受理告訴八個多月後，檢方對其中二人做出起訴猶豫之處分(緩起訴處分)，另二人則以嫌疑不足為由，為不起訴處分。做出緩起訴處分之理由主要有四點：第一，被告非出於個人私慾；第二，警方當局在偵查階段已經承諾會做出適當之處分；第三，雖有組織、集團性犯罪之嫌疑，但處罰非首謀者之被告二人，過於嚴苛；第四，警察當局在偵查階段已經向檢方承諾不會使此類案件再度發生。然而這樣的作法與結果在當時仍然引起社會輿論及廣大民眾的嚴厲批評。産経新聞特集部，検察の疲労(Ｈ１２，６，２５)Ｐ194~200


� 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1999.1


� David T.Johnson，アメリカ人のみた日本の検察制度日米の比較考察，2004.7.28 P73


� 産経新聞特集部，検察の疲労，(Ｈ１２，６，２５)P192


� David T.Johnson，アメリカ人のみた日本の検察制度日米の比較考察，2004.7.28 P73Ｐ72~77、126~127


� 1947年東京地方檢察廳成立特別搜查部，1957年大阪地方檢察廳成立特別搜查部，1996年名古屋成立特別搜查部，以東京地檢特搜部之編制來看，検察官38名、副検事3名、検察事務官84名，大阪地檢特搜部則有総勢54名：部長、副部長以下検事13名。副検事3名。事務官38名，見� HYPERLINK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89%B9%E6%8D%9C%E9%83%A8" ��http://ja.wikipedia.org/wiki/%E7%89%B9%E6%8D%9C%E9%83%A8�


� 例如：札幌、廣島、福岡、埼玉、千葉、神戶、京都、橫濱等地方檢察廳。


� 亀山継夫，刑事訴訟法五十年と検察の課題，ジュリストNo1148，1999.1


� 除刑事訴訟法賦予檢察事務官之地位外，日本檢察廳法第二十七條規定：「検察庁に検察事務官を置く。検察事務官は、２級又は３級とする。検察事務官は、上官の命を受けて検察庁の事務を掌り、又、検察官を補佐し、又はその指揮を受けて捜査を行う。」


� 檢察廳事務章程第二十條：「地方検察庁に首席捜査官を置く。首席捜査官は，検察事務官のうちから任命する。首席捜査官は，上司の命を受け，次席捜査官，統括捜査官，主任捜査官及び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の一般執務について指導監督し，次席捜査官，統括捜査官，主任捜査官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を指揮して，捜査及び公判に関する事務をつかさどる」、第二十一條：「別表第１０左欄に掲げる地方検察庁にそれぞれ同表右欄に掲げる数の次席捜査官を置く。次席捜査官は，検察事務官のうちから任命する。」次席捜査官は，首席捜査官を助けて，統括捜査官，主任捜査官及び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の一般執務について指導監督し，統括捜査官，主任捜査官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を指揮して，捜査及び公判に関する事務をつかさどる。、第二十二條：「地方検察庁，地方検察庁支部及び区検察庁に統括捜査官６３２人を置く。統括捜査官の配置は，別に定める。統括捜査官は，検察事務官のうちから任命する。統括捜査官は，上司の命を受け，主任捜査官及び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の一般執務について指導監督し，自ら又は主任捜査官その他の検察事務官を指揮して，捜査及び公判に関する事務をつかさどる。」、第二十三條：「地方検察庁，地方検察庁支部及び区検察庁に主任捜査官を置く。主任捜査官は，検察事務官のうちから任命する。主任捜査官は，上司の命を受け，自ら又は他の検察事務官を指揮して，捜査及び公判に関する事務をつかさどる。」


� 檢察廳法第二十八條規定：「検察庁に検察技官を置く。検察技官は、２級又は３級とする。　   検察技官は、検察官の指揮を受けて技術を掌る。」、檢察廳事務章程第十四條規定：「最高検察庁及び高等検察庁の事務局及び部に専門職を置く。専門職は，検察事務官又は検察技官のうちから任命する。専門職は，上司の命を受け，通訳，翻訳，採証，電信等に関する専門的事務をつかさど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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